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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中国”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基于 ２８３ 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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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宽带中国”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 精准评估

二者对城市低碳建设的协同作用，为灵活运用政策组合和推广试点政策提供重要启示。 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中国 ２８３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和低碳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双

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并讨论其内在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单试点和双试点政策均能降低城市

碳排放，但双试点政策的碳减排作用更明显；先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再成为低碳城市的碳减排效果优于

先成为低碳城市再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双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在东西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更显著；
双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发明型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促进城市降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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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当前，过量碳排放导致温室效应、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如何

有效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妥善应对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新课题。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

发展的关键阶段，我国对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需求不断攀升，产业结构优化、能源利用效率提升

及居民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面临更大压力［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 积极探索城市建设体系和居民消费模式

低碳路径，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朝“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变的重大部署。
碳减排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不断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综合运用政策工具［２］。 如何合理搭配

政策组合、激发碳减排潜力是实现城市低碳转型关键所在。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要深

入推进绿色智慧生态文明建设，以数字化引领绿色化，以绿色化带动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与低碳产

业深度融合。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推动地区数字化发展，加快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信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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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不断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引领低碳经济发展［３］。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应对气候变化、降
低碳排放强度、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为新一轮能源、技术和产业绿色革命提供政策导向。 将二

者有效结合，能促进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必将推动城市发展朝低碳绿色方向迈进。
二、 文献回顾

已有大量文献对影响碳排放因素展开详细阐述。 邵帅等［４］ 认为，有效推动中国低碳转型需要在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要素市场、绿色创新、城市化集约等经济结构和技术领域做出协同努力。 随着对

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深度挖掘，学者们逐渐从关注多个影响因素转变为分析单一因素的多个层面。 杨

昕和赵守国［５］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证实了数字经济能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优

化能源消费结构的方式降低区域碳排放。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逐渐将研究视角聚焦降碳的政策工具。 学术界对政策效果评析主要分为以

下几类：其一，探讨某一特定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效果。 汪克亮等［６］以 ５ 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作为准自然实验，证实示范区建设能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 其二，从复合型碳减排政策视角着

手，分析同类型多种政策工具对碳减排的组合效应。 王茹［７］ 将碳税与碳交易两种市场型激励政策工

具结合，构建二者协同的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对二者的组合进行研究。 其三，对实施目标和对象不

一致的宏观政策进行组合，研究其对碳减排的协同作用和影响机制。 苏涛永等［８］ 采用多期双重差分

模型，验证了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城市碳减排有显著的协同作用。
学者们在多政策效应评估方法的选择上，往往聚集于探索多政策的协同效力及实现路径，综合运

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式，按照时间和空间变动对多政策样本展开动态演变分析。 其中，定量研究

法又分为构建政策分析模型、构建复合协同度模型、政策文本量化法、内容分析法等。 徐培等［９］ 将政

策分析模型与文本量化方法相结合，讨论人才安居和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 孙

薇和叶初升［１０］通过构建多政策分析模型并结合内容分析法，发现“双侧”政策对创新领先型企业的激

励是互补的，且因政策实施顺序的差异对企业创新的激励程度也有所不同。
综合来看，与城市碳排放相关的探讨多基于某一个典型政策视角展开，忽略了政策组合的互动关

系和综合效力。 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１）兼顾“宽带中国”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策，丰
富了关于宏观政策组合与城市碳排放的研究；（２）从发明型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两个视角切入，进
一步探讨了政策组合影响碳排放的理论机制；（３）系统评估了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的协同作用与

异质性效应，为政策组合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三、 政策背景与理论机制

（一） 政策背景

近年来，我国宽带网络技术和信息传输能力取得显著提高。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公告了 ２０１４ 年度“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名单，确定在北

京、天津、上海等 ３９ 个城市开展试点工作。 随后，又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公布了第二批和

第三批“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试点名单，三批总计批复了 １１９ 个城市作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方向，以顶层设计和示范试点结合为治理模式，以优化城市

产业结构和推动能源消费转型为行动路径，加快城市低碳建设。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将广东、湖北等 ５ 省及天津、重庆等 ８ 市

列为第一批低碳城市试点地区。 随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及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先后将海南省、北京等 ２８ 个城市

作为第二批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南京、合肥等 ４５ 个城市作为第三批低碳城市试点。
（二）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１． 双试点政策与城市碳排放

“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试点政策各有侧重点，在共同推进城市碳减排中，能配合发挥出最大合力。
一方面，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城市层面环境规制政策，具有弱约束性、行业针对性和政策组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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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１１］。 对低碳城市而言，进一步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能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全链条支撑。
其一，“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实施能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生产流通提供零距离接触的数字平

台，提高产业效率［１２］；其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推广，能有效整合和公开分享统计结果，实现执行低碳城

市试点政策的过程监管和效果评估［１３］；其三，电子证书、线上排队、网络购票等一系列数字应用的推广使

“无纸化”工作方式成为趋势，居民消费模式由传统线下转向线上平台，二氧化碳排放量得以减少［１４］。 数

字基础设施低碳建设以及数字技术发展是一项集研究、开发、运行和应用于一体的复杂工程［１５］。 对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而言，进一步成为低碳城市能激发城市绿色制度创新潜力，从政策导向上推动城

市数字基础设施低碳建设。 低碳试点政策作为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要求试点地区加快低

碳技术研发与推广、建立碳排放数据统计和管理体系［１６］、合理运用低碳技术，以减少能源浪费和环境

污染，实现资源消耗集约化［１７］，为城市数字基础设施低碳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因

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１。
假说 １：双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抑制城市碳排放。
２． 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宽带中国”战略能加快数字技术应用、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创新交易认知差异、加强技

术整合能力、提高创新资源的流动性和利用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１８］。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

一种综合性环境规制政策，在试点城市建设过程中，监管者会制定恰当的激励或惩罚措施，如碳税、绿
色金融等配套政策，大大增加了当地企业的排污成本［１９］。 迫于政策压力，企业不得不加大在排污治

理方面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推动绿色技术创新，降低企业碳排放量［２０］。
根据关联的专利类型，将绿色技术创新划分为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２１］。

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突破性、原创性和新颖性的特点，通过对产品和生产流程进行突破性升级创

新，优化城市排污治理范式，大幅提高城市降碳减排能力。 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在不涉及核心技术突

破的前提下，侧重对产品功能、技术组合提出新的技术方案。 虽然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没有突出的实

质性进步，但其能通过优化现有工艺和推动末端治理助力城市碳减排。 绿色技术快速迭代升级和大

规模推广应用能大力发展新能源，通过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逐步降低不可再生资源总占比，促进能

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从源头直接降低城市碳排放量［２２］。 此外，绿色技术创新能引领新业态、新模

式，构建绿色消费数字平台，打通产供销低碳链条堵点，推广绿色用品消费、绿色衣着消费和绿色居住

消费，实现经济发展和减污降碳并重［２２］。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假说 ２：实施双试点政策能提高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推动城市碳减排。
假说 ３：实施双试点政策能提高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推动城市碳减排。
四、 研究设计

（一） 变量选择与测度

１． 被解释变量

碳排放量（ｃｅ）。 为便于直接观察城市碳排放变化情况，本文选取城市碳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对
其进行取对数处理。 城市碳排放来源不仅包含消耗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等能源直接产生的碳排放，还包

括热能和城市交通运输等间接产生的碳排放。 此外，信息设备和数字平台搭建主要以使用电力能源为

主，本文将电力纳入城市碳排放来源。 借鉴吴建新和郭智勇［２３］以及郭丰等［２４］ 的研究，按照对应的碳排

放系数分别折算出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将其加总即可得到城市碳排放总量，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ＣＯ２ ＝ ∑Ｅ ｉ × Ｃ ｉ （１）

其中，ＣＯ２ 表示测度的碳排放量，Ｅ ｉ 表示 ｉ类能源的消耗量，Ｃ ｉ 表示是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提供的 ｉ 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２． 核心解释变量

双试点政策虚拟变量（ｄｉｄ）。某一城市被确定为双试点城市的当年及之后年份，ｄｉｄ 取值为 １，反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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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０。同理设置“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及低碳城市（ｃａｒｂｏｎ） 的单试点政策虚拟变量，城市在

被设立当年及以后均赋值为１，反之则为０。由于第二批低碳城市于２０１２ 年末正式实施，故以２０１３ 年作为

该批试点实施的基期。
３． 中介变量

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ｉｎｇｐ）：鉴于绿色专利授权量相较于绿色专利申请量更具权威性，更能直观反

映城市当年发明型技术创新能力，因此本文选取当年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作为代理变量［２１］。改进型绿色

技术创新（ｎｅｗｇｐ）：选取当年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作为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２４］。
４． 控制变量

根据相关文献［２４ ２６］，选择以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政府干预（ｇｏｖ），用政府财政支出与 ＧＤＰ 比值

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ｐｇｄｐ），用人均 ＧＤＰ 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ｏｐｅｎ），用进出口总额与 ＧＤＰ 比值

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与 ＧＤＰ 比值衡量；人口集聚（ｄｅｎｓｉｔｙ），用单位面积

年末人口总数来表示。
（二） 构建模型

由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和低碳城市是分批设立，因此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估计双试点城

市设立对碳减排的影响，模型构建如下：
ｃｅ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ｄｉｔ ＋ α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σｔ ＋ εｉｔ （２）
其中，ｃｅ 表示碳排放量，ｄｉｄ 表示双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 表示所有控制变量，ｉ 和 ｔ 分别代

表城市和年份，μｉ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σｔ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 表示随机误差项。α１ 作为本文关注的核

心系数，反映了实施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碳减排影响的净效应水平。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排
除自相关、异方差等对模型产生的影响。

表 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ｃｅ ３ １１３ ６． １２２ １ １． １３９ ４ ２． １２６ ２ １０． ８８５ ０
ｄｉｄ ３ １１３ ０． ０８７ ７ ０． ２８２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ｉｎｇｐ ３ １１３ ８８． ５１０ ２ ２３４． ６２５ ４ ０ １ ５８０
ｎｅｗｇｐ ３ １１３ ３３７． ９１１ ７ ７６２． ３６４ ６ １ ５ １７２
ｇｏｖ ３ １１３ ０． ２００ ８ ０． １０６ １ ０． ０４３ ９ １． ４８５ ２
ｐｇｄｐ ３ １１３ １０． ６６２ ４ ０． ７０７ ７ ８． ５５５ ３ １３． １８５ １
ｏｐｅｎ ３ １１３ ０． ７９１ ２ ２． ５５１ ５ ０． ０００ １ １８． ７０３ ７
ｆｄｉ ３ １１３ １． ７３３ ０ ０． １８４ ３ ０． ４７５ ９ ２． ０６４ ５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３ １１３ ５． ７４４ ５ ０． ９１９ １ １． ６０９ ４ ７． ８８１ ６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全国 ２８３ 个城市

的面板数据。 “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和低碳城

市试点名单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工

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其他数据源于《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工

业统计年鉴》 及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ＣＮＲＤＳ）。 对少量缺失数据，采用线性预测法

和插值法进行补全。 为避免数据极值引起的

异方差偏误，对连续型变量进行前后 １％的缩

尾处理。 表 １ 为选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五、 实证分析

（一） 基准模型回归

将“宽带中国”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与碳排放量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列（１）和列（２）分别为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自变量系数为 － ０. １２３ ３ 和 － ０. １３９ ５，
且分别在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实施双试点政策能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量，假说 １
成立。 从控制变量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人口集聚能显著增加城市碳排放量，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碳排放量有显著抑制作用，而政府干预虽能促进城市碳减排，但并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符合理论预期。
（二） 平行趋势检验

借鉴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７］及王峰和葛星［２８］的研究，采用事件分析法检验平行趋势假说。 以双试点

政策实施之前的 ５ 年为基准组，双试点政策启动之后的 ６ 年作为对照组，具体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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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基础回归

变量 （１） （２）

ｄｉｄ
－ ０． １２３ ３∗∗ － ０． １３９ ５∗∗∗

（０． ０５１ ０） （０． ０５１ ２）

ｇｏｖ
－ ０． ０８８ ７
（０． ２５０ ４）

ｐｇｄｐ
０． ２６６ ４∗∗∗

（０． １０１ ０）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３）

ｆｄｉ
－ ５． ６６０ ８∗

（３． １８１ 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１． ４２３ ８∗∗

（０． ６１５ ７）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３６ ０． ２５２
观测值 ３ １１３ ３ １１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

健标准误。

　 　 ｃｅｉｔ ＝ α０ ＋ ∑
５

ｎ ＝１
βｐｒｅ＿ｎ Ｐｐｒｅ＿ｎ ＋ β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ｃｕｒｒｅｎｔ ＋ ∑

６

ｎ ＝１
βｐｏｓｔ＿ｎＰｐｏｓｔ＿ｎ

＋ α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σｔ ＋ εｉｔ （３）
其中，Ｐｐｒｅ＿ｎ、Ｐ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ｐｏｓｔ＿ｎ 分别表示双试点政策实施之前

年份、实施当期以及实施之后年份的虚拟变量与其对应政

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βｐｒｅ＿ｎ、βｃｕｒｒｅｎｔ、βｐｏｓｔ＿ｎ 则为对应的重要观

察系数，其余变量符号及含义与上述模型相同。平行趋势检

验结果如图１所示。双试点政策实施前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

性检验；双试点政策实施后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已呈现碳减

排趋势，且随着实施年份的增长，碳减排效应越强。这说明

双试点城市和非双试点城市碳排放效应在政策实施前并无

明显差异，本研究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随机因素的干扰，采用替换处理组个体的方

法进行安慰剂检验［２９ ３０］。 由于实施双试点政策的城市共有

４９ 个，为保持研究的一致性，安慰剂检验也从样本中随机抽

取 ４９ 个城市作为处理组，其余城市作为控制组。 重复该过

程 ５００ 次，最终得到实施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量影响

的回归系数，系数估计值的核密度分布如图 ２ 所示。 可以

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呈正态分布且均落在 ０ 附近，
且多数估计系数的 ｐ 值大于 ０. １。 安慰剂检验回归系数位于基准回归系数分布的低尾位置，由此可以

排除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受到不可观测遗漏变量的影响。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①
　

图 ２　 安慰剂检验

①实心点表示式（３）估计系数的值，短竖线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稳健标准误对应的 ９５％上下置信区间。

２． 其他稳健性检验

（１）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避免因变量测量偏误，需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是否受碳排放指标测量

方式的影响。 借鉴李珊和湛泳［３１］以及韩峰和谢锐［３２］的研究方法，基于历年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全社

会用电量消费测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 回归结果见表 ３ 中的列（１），此时自变量与因变量依然呈显

著负相关，结论不变。 （２） 控制区域和年份的交互效应。 为避免造成估计偏差，进一步控制随个体和

时间变化的区域时变因素［３３］，结果见表 ３ 中的列（２）。 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 － ０. １１２ ０，且在 １％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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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替换被
解释变量

控制时间与
个体的交互

效应

碳交易
市场

智慧
城市

创新型
城市

ｄｉｄ
－ ０． ２０９ ６∗∗∗ － ０． １１２ ０∗∗∗ － ０． １５７∗∗∗ － ０． １３４∗∗∗ － ０． １３９∗∗∗

（０． ０６７ ９） （０． ０２７ ７）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５８４ — ０． ２５４ ０． ２５５ ０． ２５２
观测值 ３ １１３ ３ １１３ ３ １１３ ３ １１３ ３ １１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著性水平下显著。 由此可见，
双试点政策对碳排放量的抑

制作用不会随时间和城市个

体的变化产生影响，结论通过

稳健性检验。 （３） 剔除其他

政策干扰。 在评估双试点政

策的碳减排效应时，同期还存

在其他政策对碳排放的干扰

情况。 鉴于此，本文发现在政

策实施同期还存在碳交易市

场、智慧城市以及创新型城市

这三个与碳减排密切相关的

政策。 为此，在基准回归中分

别加入这三个政策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３ 列中列（３）至列（５）所示。 可以发现，自变量系数均

为负，且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本文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 ４　 中介机制分析

变量
（１） （２）
ｉｎｇｐ ｎｅｗｇｐ

Ｓｏｂｅｌ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０１ ６∗∗∗

Ｚ ＝ ３． ３８８ ０ Ｚ ＝ ３． ６３３ 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９５％ ＣＩ ［ －０．００５ ８ ， －０．００１ ２］ ［ －０．００２ ９ ， －０．０００ １］
标准误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００ ５
Ｐ 值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中介效应值 １７． ５５％ １０． ２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 ５　 “宽带中国”单试点效应

变量
（１）

不滞后
（２）

滞后一期
（３）

滞后两期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 ０． ０９２ ７∗ － ０． ０８６ ２∗ － ０． ０８４ ９∗

（０． ０４９ ８） （０． ０５１ ３） （０． ０４８ 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２２ ０． ２０１ ０． １８２
观测值 ２ ３３２ ２ １２０ １ ９０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六、 进一步分析

（一） 影响机制

本文选取 Ｓｏｂｅｌ 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法识别双

试点政策对碳减排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Ｓｏｂｅｌ 检验结果显示，Ｚ 值分别为

３. ３８８ ０和 ３. ６３３ ０，均大于 ２. ５８，在 １％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结果发现，在
９５％显著性水平下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０，ｐ
值小于 ０. ０１，表明设立双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

高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

新水平降低城市碳排放量，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成

立。 其中，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为

１７. ５５％，高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

应。 这说明，尽管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较

高的技术壁垒且需要较高的研发成本，但其作

为推动降碳减排的重要驱动力，是实现“双碳”
目标的关键举措。

（二） 双试点的协同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单试点碳减排效应。 在检

验“宽带中国”战略碳减排效应时，选取实施

“宽带中国”战略及两个政策均未实施的城市

作为样本，将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的城市作为实验组，其余作为对照组进行基础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

示。 列（１）显示自变量系数为 － ０. ０９２ ７，且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列（２）和列（３）自变量系数

仍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量具有抑制作用，且效应持久。 在检验低碳

试点政策碳减排效应时，同理操作，结果如表 ６ 所示。 低碳试点政策在实施当期对城市碳减排作用不

明显，但将自变量滞后两期，系数为 － ０. ０８４ ２，且在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低碳试点政策

能促进城市碳减排，但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原因在于，低碳试点政策是一种专业型、授权型且极具灵

活性与开拓性的环境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城市人才、技术、资源等基础条件，制定合乎自身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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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低碳城市单试点效应

变量
（１）

不滞后
（２）

滞后一期
（３）

滞后两期

ｃａｒｂｏｎ
－ ０． ０５４ ６ － ０． ０６７ ２ － ０． ０８４ ２∗

（０． ０４７ ３） （０． ０４７ ３） （０． ０５０ 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７１ ０． ２５４ ０． ２２９
观测值 ２ ４９７ ２ ２７０ ２ ０４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 ７　 双试点政策与单试点政策对比

变量
（１）

控制变量
（２）

滞后一期
（３）

滞后两期

ｄｉｄ
－ ０． １３８ ０∗∗

（０． ０５４ ７）

Ｌ１． ｄｉｄ
－ ０． １３２ ８∗∗

（０． ０５６ ０）

Ｌ２． ｄｉｄ
－ ０． １２９ ５∗∗

（０． ０５２ 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５３ ０． ２４１ ０． ２２０
观测值 １ ９３６ １ ７６０ １ ５８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 ８　 路径 １ 的协调效应分析

变量
（１）

控制变量
（２）

滞后一期
（３）

滞后四期

ｄｉｄ
－ ０． １３４ ７∗

（０． ０７４ ３）

Ｌ１． ｄｉｄ
－ ０． １４６ ４∗∗

（０． ０７３ ９）

Ｌ２． ｄｉｄ
－ ０． １５４ ５∗∗

（０． ０７３ 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７９ ０． ２６０ ０． ２４６
观测值 １ ３５３ １ ２３０ １ １０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律的行动方案。 在政策试点过程中，上级政府

明确政策方向，但需要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实现

城市低碳转型路径的具体方法。 此外，由于不

同试点城市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对政策解

读能力和推广力度参差不齐，学习能力强的地

方政府会争先创新形成良好示范典型，通过学

习考察等渠道，将知识、技术等扩散至学习能力

较弱的城市，以此吸引更多地区推广低碳试点

政策［３３ ３４］。
其次，对比分析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

量的抑制作用是否优于单试点政策。 选取实施

政策的城市作为样本，将双试点城市作为实验

组，其余作为对照组，对样本数据进行基础回

归。 此时，自变量系数捕捉到的是单试点政策

成为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量影响的净效

应，具体结果见表 ７。 由表 ７ 可知，自变量系数

均为负数，且在 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由此可以看出，实施双试点政策比单试点政策

的碳减排作用更有效，且影响速度更快。
最后，探讨是先成为“宽带中国”试点城市

再成为低碳城市（路径 １）还是先成为低碳城市

再成为“宽带中国”试点城市（路径 ２）能有效降

低碳排放量。 验证路径 １ 时，将先成为“宽带中

国”试点城市的双试点城市和未实施政策的城

市作为样本，将先成为“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

双试点城市作为实验组，其余作为对照组，对样

本数据进行基础回归，结果如表 ８ 所示。 结果

显示，当加入控制变量且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和四期时，自变量系数呈现显著负相关。 路径 ２
的验证结果如表 ９ 所示。 结果表明，加入控制

变量或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自变量系数均为

负且不显著。 将解释变量滞后四期，自变量系

数为 － ０. ０８７ ４，且在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 这说明，先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再成

为低碳城市的双试点城市碳减排效果更强、更
迅速。 原因在于，“宽带中国”战略能发展数字

技术，推动设施全面建设和应用，低碳城市试点

政策则助力城市设定降碳行动的具体目标和计

划。 对城市来讲，具备减排能力才能在低碳政

策下发时迅速做出反应。 因此，先实施“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有助于推动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技

术创新能力提高，帮助城市完善碳减排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随后，通过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叠加，各
试点城市依据自身情况积极响应政策号召，运用新兴技术加快产业低碳化和低碳产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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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９　 路径 ２ 的协同效应分析

变量
（１）

控制变量
（２）

滞后一期
（３）

滞后四期

ｄｉｄ
－ ０． ０３０ ３
（０． ０５９ ６）

Ｌ１． ｄｉｄ
－ ０． ０３６ ７
（０． ０５９ ９）

Ｌ２． ｄｉｄ
－ ０． ０８７ ４∗

（０． ０５１ 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８５ ０． ２６２ ０． ２４６
观测值 １ ４４１ １ ３１０ １ １７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 １０　 区位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东部地区
（２）

中部地区
（３）

西部地区

ｄｉｄ
－ ０． １４８４∗∗ － ０． ０７１３ － ０． ３０８３∗∗

（０． ０７４５） （０． ０７６９） （０． １３０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３０９ ０． ２６６ ０． ２６５
观测值 １ ２４３ １ １８８ ６８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 １１　 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大型城市
（２）

中型城市
（３）

小型城市

ｄｉｄ
－ ０． １２５９∗∗ － ０． ３５６３∗∗ － ０． ０７０７
（０． ０４８６） （０． １７３４） （０． ０８０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５６０ ０． ３３５ ０． ２２０
观测值 ５０６ ７１５ １ ８９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 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总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

区，检验地理区域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 １０ 所

示。 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

碳排放量产生显著负影响，与中部地区的碳排放

量呈负相关，但尚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究其原

因，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其在资金、科技人

才和产业结构等方面更具有比较优势，政策实施

能得到良好保障。 在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

支持下，西部地区大力引进科技人才，绿色技术

创新环境不断改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

占比逐年增高，城市碳排放量也得到有效抑制。
虽然，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为中部地区经济

发展注入活力，但受制于资源禀赋因素，中部地

区产业多为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化工业，短期内

难以发挥双试点对城市碳减排的政策效应。
本文将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

归为大型城市，将三线城市归为中型城市，将四

线和五线城市归为小型城市［３４］，通过分组回

归，检验双试点政策因城市规模异质性而对城

市碳排放量产生的差异化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１１ 所示。 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对大型城市和

中型城市碳排放量的抑制作用明显优于小型城

市。 原因在于，大中城市经济体量和人口密度

大，能源消耗的增多导致城市碳排放量也越多，
而这类城市对政策更为敏感，组织推进难度较

低，响应速度也更快。 此外，政府财政资金相对

充裕，具备充足的财政实力直接作用于城市碳

排放治理，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低

碳转型带来政策红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

使双试点政策在短期内发挥良好效果。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２８３ 个城市

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及中介效

应模型，探究“宽带中国”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

策对碳减排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协同效应。 本

文得出以下结论：（１）双试点城市对城市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且不存在时滞性；（２）发明型绿

色技术创新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在双试点政策促进城市碳减排中发挥中介作用；（３）相比于单试点

城市，双试点城市设立对碳减排效果更明显，且对碳减排的影响更显著；（４）双试点政策对东西部地区

和大中型城市的碳减排效果更优。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政府在关注能直接实现碳减排目的政策外，还要考虑

其他相关政策，建立健全重大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找准不同政策的契合点，优化协同路径、打通传导壁

垒、提高运行效率，培育城市碳减排的内生动力，形成政策调控合力，发挥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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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技术“硬实力”和人才“软实力”协同提升，不断提高科技研发投入水平，保障绿色技术的研发、应
用及推广；建设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和技术创新交流平台，打破科技研发信息壁垒；建立系统化的绿色

知识产权战略和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推进机制，提高技术转化效率。 （３）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工具

效应，通过实施动态化、差异化政策，有效缩小城市区域发展不平衡。 持续发挥东西部城市的区位优

势、资源优势和经济活力，保持双试点政策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 加大中部地区双试点政策实施力

度，摆脱对传统重工业的依赖，顺应发展与低碳绿色进程相匹配的优势产业，优化小城市的国土空间，
提高建设用地的集约化和复合利用水平，助力生态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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